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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据表明,相对于其他行业,服务业总体上具有更高的

需求收入弹性、更大的高技能劳动投入强度。 由此,服务业扩张既伴

随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的调整,又同时影响中国不同技能劳动者的

供需结构与收入差距。 通过构建和估计非位似偏好下多国多行业包

含投入产出关联的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发现服务业扩张会扩大技能溢

价和福利差距。 但是受高校扩招的持续影响,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大幅

增加对收入和福利差距的抑制作用超过了服务业扩张的影响。 此外,
给定中国实际

 

GDP
 

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偏向型

技术进步将抑制(扩大)福利差距。 但是,后者对于总体福利水平的提

升作用大于前者。 最后,本文发现随着现代服务业贸易成本的持续下

降,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升,现代服务业就业规模、劳动力市场技能溢

价和福利差距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趋势。 本文的研究

表明,无论是行业间相对技术进步还是扩大开放,在两个因素的推动

下,服务业扩张过程都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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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1 年 10 月第 20 期《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指出到“十四五”末,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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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 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

小到合理区间。
作为宏观产业结构变迁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

扩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存在巨大影响。 从生产端分析,
服务业总体上具有更大的高技能劳动投入强度。 服务业扩张将显著增加对于

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进而扩大技能溢价和名义收入差距。 从消费端看,服务业

总体上具有更高的收入需求弹性,服务消费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实质上,服务业扩张本身就是消费结构调整的一个表现,消费结构调整又直接

导致不同收入群体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 因此,服务业扩张既通过生产端影响

不同技能劳动者名义收入差距,又通过消费端影响不同群体消费价格指数。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在 GDP 构成中的

比重在 2012 年之后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在此背景

下,从产业结构变迁、服务业扩张的宏观角度探讨收入和福利差距(即实际消费

水平的差距)的演进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通过构建和估计非位似偏好下多

国多行业包含投入产出关联的开放经济模型,在区分不同技能劳动要素投入的

基础上,本文利用结构式量化估计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讨论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大多采用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三大产业划分进行讨论(Herrendorf
 

et
 

al. ,2013)。 但是通过数据分析,本
文指出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异质性显著大于其他行业。 其中,金融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和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高技能劳动密集

度同时显著大于非服务行业,而餐饮、交通运输等与居民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

行业,则与制造业、建筑业大致相当。 为了避免对于服务业笼统的分析而忽略

了内部不同细分行业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服务业进一步拆分为 8 个细分行业,
分别包括食宿、健康社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教育、信息技术、金融和商业服

务。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以 2000 年、2007 年和 2014 年经济数据校准模型参

数,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能够高度拟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整体趋势。 模型校

准结果表明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相对滞后,服务业贸易成本大幅降低,
但仍明显高于制造业。

利用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从三个方面依次展开

讨论。 首先,本文探讨了 2007 年至 2014 年服务业扩张的过程中,居民福利水

平和福利差距的变化及其隐形因素。 结果表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服务业扩

张,尤其是高技能密集度较大的现代服务业扩张,将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需求

提高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进而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名义收入差距。 但

是,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且发展相对滞后,高收入者又往往消费更多的服

务产品,所以横向上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纵向上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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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对于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效应也小于对名义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
更为重要地,根据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和 WIOD-SEA 数据库,中国 2007 年

至 2014 年间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提高了近 60%①。 高技能劳动供给的相对增

加导致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由 113%降低至 43%,这与马光荣等(2017)、赵春明

和李宏兵(2014)等简约式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类似。 综合来看,各行业技术进

步、服务业扩张与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大幅增加,最终导致中国高低技能劳动者

福利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分别增长约 0. 54 倍和 1. 2 倍。 这表明,高技能劳动

供给增加对于福利差距的抑制作用强于服务业扩张对于福利差距的扩大作用。
其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对于福利水平和福利差距

的影响。 具体地,给定中国实际 GDP 翻一番,偏向哪些行业的技术进步能够更

好地提升居民福利,或缩小福利差距? 本文比较了平衡型技术进步(各行业生

产率按相同速度增长)、
 

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制造业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其

他行业快 50%)以及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金融、信息技术及商业服务三

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其他行业快 50%)。 结果表明,给定中国实际 GDP
翻一番,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更大幅度地提升居民福利,但是也会

扩大福利差距。 相反,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抑制福利差距,但是对

福利提升的作用更小。 平衡型技术进步对于福利水平和福利差距的影响则介

于两种偏向型技术进步之间。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如果将总体福利水平

的提升和福利差距的缩小分别视作“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那么上述反事

实研究结果表明,行业间技术进步的相对快慢存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

舍。 这种权衡取舍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总体上同时具

有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高技能劳动密集度。 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将

增加消费者对服务产品的消费需求,偏向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虽然能够较好地满

足这种增加的服务消费需求,但是同时它也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的

需求,继而从生产端增加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 此外,由于高收入者对于服务

消费的需求大于低收入者,所以偏向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通过降低服务产品的相

对价格,继而从消费端扩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水平。 因此,面对这种不

可避免的权衡取舍,政府需要重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

性制度安排,以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最后,本文探讨了中国进一步开放信息技术、金融及其他商业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三个主要现代服务业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技

43

① 与已有文献的划分一致(如 Combes
 

et
 

al. ,
 

2020),本文以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为高

技能劳动者。 这与 WIOD 数据库中关于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划分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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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溢价和福利差距呈现“U”型的变化趋势。 在外贸成本下降初期,由于与主要

发达国家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的差距,服务产品进口将带来较大的竞争冲击,
国内现代服务业市场份额和就业比重下降,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

也随之减小,由此导致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缩小。 但是随着开放进一步扩

大,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将进一步刺激居民对现代服务业的消费需求。 最终,
行业总需求的扩大将抵消进口竞争带来的冲击,进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的需

求,并导致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扩大。 根据该结果,如果现代服务业开放达到

一定程度,虽然总体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福利差距也将随之扩大。 由此,现
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同样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

本文的后续部分安排如下。 第 1 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 第 2 部分为典型

事实分析,即梳理服务业的特点。 第 3 部分为本文的理论模型,包括模型的消

费端、生产端以及均衡条件。 第 4 部分为模型的校准。 第 4 部分为反事实分

析,包括对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 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相关文献是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

推动因素。 现有文献从收入效应(恩格尔效应)、价格效应(鲍莫尔效应)、对外

贸易、投入产出等角度解释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如 Ngai
 

and
 

Pissarides,2007;
 

Matsuyama,2009;
 

Uy
 

et
 

al. ,2013;
 

Herrendorf
 

et
 

al. ,2013;
 

S' więcki,2017;
 

Sposi,
2019;

 

Comin
 

et
 

al. ,2021)。 郭凯明等(2017)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

素作了全面分析。
第二类相关文献主要从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和高校扩招的角度讨论

劳动者技能溢价、收入差距等问题。 徐舒(2010)、董直庆等(2014)、姚毓春等

(2014)、杨飞(2017)、郭凯明和罗敏(2021)讨论了技能结构偏向型和资本偏向

型的技术进步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卢晶亮(2017)、郭凯明等(2020)从资本与

技能互补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对于技能溢价和收入差距的

影响。 邹薇和刘勇(2010)通过数值模拟讨论了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结构调整

与技能溢价的关系。 吴万宗等(2018)通过微观数据发现产业结构的集中度会

影响居民收入差距,但服务业占比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清晰。 王勇和沈仲凯

(2018)对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 汪晨等(2019)通过理论模型发现产业结构变迁

将导致要素市场供需失衡,进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并且,他们进一步通过数

据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于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 Buera
 

et
 

al. (2022)通
过封闭经济下的两部门模型指出,随着收入增长,技能密集度更高的服务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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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逐渐上升,所以技能溢价也随之上升。
此外,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也是技能溢价的一个重要因

素。 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赵春明和李宏兵(2014)、马光荣等(2017)发现高

校扩招,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的相对增加显著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

价。 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发现类似的结论。
Cravino

 

and
 

Sotelo(2019)的研究与本文最为相近,即利用结构式估计方法

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讨论服务业扩张与技能溢价的相关问题。 相较而

言,Cravino
 

and
 

Sotelo(2019)从跨国视角讨论贸易通过影响收入和相对价格进

而引起产业结构转型和技能溢价的改变。 本文的研究重点则是在高度拟合中

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国内不同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情况,以及与之

相关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和现代服务业开放等问题。 此外,本文更加强调服务

业内部的异质性,即允许八个细分服务业具有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贸易成本、
技能密集度等。

第三类相关文献主要强调了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异质性以及其经济影响。
Jensen

 

et
 

al. (2005)指出部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较高,且这一类服务业的技能密

集度远大于制造业和不可贸易行业。 Jorgenson
 

and
 

Timmer(2011)总结了发达

国家服务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不同服务业生产率进步差异、劳动和资

本密集度差异等。 Eckert
 

et
 

al. (2019)将部分服务业归纳为高技能可贸易服务

业,并且从空间经济的视角讨论这一类服务业在美国国内地区间的分布和发

展,以及其对于美国工资差距的影响。 Eckert(2019)则发现美国国内高技能服

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下降,并由此导致在高技能服务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

经历更快的技能溢价增长。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本

文从技能需求和消费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扩张对于劳动

力市场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影响。 在当下中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背景

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福利差距的演变趋势。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本文强调了服务业内部不同子行业之间的异质性。 将服

务业拆分为八个细分行业,本文的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捕捉服务业内部细分行

业的异质性,从而更好地分析服务业扩张的影响。 同时,本文在细分行业的基

础上,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了各行业需求收入弹性、偏好权重、生产率和贸易成本

的变动,这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 最后,从研究内容上,本文进一步从影

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因出发,分析了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与现代服务业开放的

影响。 这两个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指出,后续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效率”
与“公平”的权衡取舍,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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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事实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服务业产值在

中国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其他行业。 本文首先梳理服务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

不同特征。 总体来看,与非服务业相比,服务业内部具有非常显著的行业异质

性。 正是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分析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福利效应,我们在量

化分析中将服务业拆分为不同的 8 个细分行业。

2.1　 需求收入弹性

大量研究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基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理

论模型,发现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大于其他两个行业。 换言之,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消费者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将大于其他两个行业。 这是产业结构转型

的需求端驱动因素。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更加细致的行业划分,比较服务业与非服务业

的收入弹性。 图 1 反映了各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该图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0
年、2007 年和 2014 年 WIOD 数据库中世界各国的行业消费数据。 横轴为各行

业的标识代码,纵轴为各行业需求收入弹性。 将各国在不同年份不同行业的消

费比重分行业逐次对该国人均 GDP 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回归,人均 GDP 的回归

系数即为该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图 1　 行业需求收入弹性

　 　 注:图 1(a)为各细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图 1(b)为更粗的行业划分下各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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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反映的是在 WIOD 数据中最细的行业划分下(即 ISIC
 

rev. 4 行业),
不同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菱形表示非服务业,方形表示服务业。 总体而言,
绝大部分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大于 0。 相反,大部分非服务业的需求收入

弹性都小于 0。 图 1(b)将细分的行业加总为 13 个较粗的行业①。 由于行业划

分更粗,我们可以在图 1(a)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间相对价格的变化。 如

图所示,农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最低,这是农业所占比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长

期处于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 建筑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大,可能的原因是随

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催生出对于建筑行业的需求。 总体而言,
大部分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大于非服务业,其中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的需求收

入弹性较高。

2.2　 高技能劳动密集度

不同产业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同。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社会对

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

距。 图 2 纵轴为不同行业相对于农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具体数值通过如下

回归计算:
logHS ijt = β0 +β j +β it +ξijt

其中,HS ijt 表示 i 国 j 行业 t 年支付给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 β it

为国家-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不同国家不同年份整体的影响因素,如高技能劳动

　 　

图 2　 行业高技能劳动投入强度

　 　 注:图 2(a)为各细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 图 2(b)为更粗的行业划分下各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 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行业。

83

① 本文后续的结构式估计与量化分析就是在图 1(b)所示的 13 个行业划分上进行的。 其中商业服

务行业包括房地产服务、法务、财务、管理咨询、科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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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供给。 β j 则反映了不同行业平均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其中以农业作为参照

行业。 本文以各国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回归。 数据来自

WIOD-SEA2014 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了 1995—2009 年 40 个国家不同行业中

高技能劳动报酬所占比重。
如图 2(a)所示,非服务业的高技能密度较为集中。 服务业则出现较大分

化,其中一部分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与非服务业大致相当,另一部分服

务业高技能劳动密集度则远大于其他行业。 从图 2(b)更粗的行业划分看,建
筑和食宿行业高技能劳动密集度最低,教育、商业服务和金融业的高技能劳动

密集度最高。 需要说明的是,与 WIOD2016 的行业划分不同,WIOD-SEA2014 数

据库将信息技术行业与邮政行业一起划分为邮电行业,由此导致信息技术行业

没有出现在高技能行业之列。

3　 理论模型

3.1　 消费

　 　 借鉴 Comin
 

et
 

al. (2021),本文假设消费者非位似偏好效用函数为如下隐

函数形式:

∑
k

Ω
1
σ
k

Ce
ik

Ce
i( )

εk( )
σ-1
σ

= 1 (1)

其中 Ce
i 表示 i 国 e 类型(即高技能或低技能类型)劳动者的效用水平。 Ce

ik 表示

i 国 e 类型劳动者在 k 行业上的实际消费。 Ωk 反映消费者对于 k 行业的偏好权

重,εk 反映消费者对于 k 行业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σ 为各行业之间消费品

的替代弹性。 同时,i 国 e 类型劳动者面临如下预算约束:

we
i = ∑

k
P ikceik

其中,we
i 表示 i 国 e 类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P ik、ceik 分别为 i 国 k 行业最终产品

的价格以及 i 国 e 类型劳动者在 k 行业上的最终消费量。
根据式(1)所示的隐函数,利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①,我们能够

获得如下两个重要等式

∂log ce ik / ce ij( )

∂log P ij / P ik( )
= σ (2)

93

①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求解框架如下:max
{Ceik}

Ce
i 　 s. t. ∑

k
Ω

1
σ
k

Ce
ik

Ce
i( )

εk( )
σ-1
σ

= 1;
 

we
i =Pik c

e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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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ce ik / ce ij( )

∂log Ce
i( )

= 1 - σ( ) εk -ε j( ) (3)

其中,式(2)反映了来自不同产业的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即 i 国 j 行业消费

品价格相对于 k 行业越高,该国消费者对于 j 行业的消费相对于 k 行业就越少,
并且行业间具体的替代弹性由 σ 决定。 如果 σ<1,

 

行业间消费品为互补关系。
如果 σ>1,行业间消费品为替代关系。 式(3)则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各行业消费

品需求的收入弹性。 εk 越大,k 行业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式(2)、式(3)包含了现有文献中用于解释产业结构转型最

为主要的两个因素,即鲍莫尔效应(或价格效应)和恩格尔效应(或收入效应)。
以服务业比重上升为例,鲍莫尔效应从供给端出发,强调由于服务业生产率增

长相对缓慢,在 σ<1 的情况下(即行业间消费品存在互补性),生产要素和消费

结构都将偏向服务业。 恩格尔效应则从需求端出发,强调如果服务业的收入弹

性大于其他非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将更多地消

费服务业产品,进而导致生产要素流向服务业①。
此外,如式(3)所示,各行业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为常数,不随收入水平变

动。 这是 Comin
 

et
 

al. (2021)提出的非位似效用函数的一个主要优点。 之前的

文献通常是利用 Stone-Geary 效用函数反映恩格尔效应,该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

缺陷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效应将不断缩小。 但是从数据上看,
服务业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并且这一正向关系并没有在收入水

平较高的情况下明显减弱。 因此,Stone-Geary 效用函数与这一事实不符,也由

此导致该函数不能很好地拟合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较高这一典型特征。

3.2　 生产

本文理论模型的生产部分与现有关于产业结构转型以及量化贸易研究的

模型类似(Caliendo
 

and
 

Parro,
 

2015),即多部门包含投入产出关联的 EK 模型

(Eaton
 

and
 

Kortum,
 

2002)。 各行业的最终产品由该行业内连续性产品 z( z∈
0,1[ ] )按照如下 CES 方式组成:

Yik = ∫1

0
Yik z( )

η-1
η dz( )

η
η-1

(4)

其中,η 为连续性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各行业的最终产品将直接用于消费,
或者作为连续性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即迂回生产,roundabout

 

04

① 大部分讨论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献都发现,σ 的估计值小于 1,并且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非

服务业。 因此,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在产业结构转型中都发挥了作用。 但是 Comin
 

et
 

al. (2021)发
现,后者的作用显著大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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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各行业连续性产品 z 的生产函数假设为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Yik z( ) = t(z) ikTik Πe Le
ik z( )( )

ρek( )
αk Π j Mikl z( )( )

γkj[ ]
1-αk (5)

其中,Le
ik z( ) 、Mikl z( ) 分别表示生产 k 行业连续性产品 z 所使用的 e 类型劳动以

及来自 i 行业的中间品,ρe
k、αk、γkj 为生产函数中各种中间投入的权重。 Tik 为 i

国 k 行业的基础性生产率,t z( ) ik 为 i 国 k 行业产品层面的生产率。 与 Eaton
 

and
 

Kortum ( 2002) 相同,本文假设 t z( ) ik 服从如下 Fréchet 随机分布: F z( ) =

exp -z-θk( ) ,其中 exp ·( ) 为指数函数。 同时,本文假设连续性中间品可以在国

家间进行贸易,并且 i、n 两国之间 k 行业的贸易需要承担冰山成本 τink(τink>1)。
与文献一致,我们将各行业在本国的贸易成本

 

τiik 标准化为 1。

3.3　 模型均衡

给定上述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在模型的均衡中需要实现如下条件:各类

型劳动者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并消费,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根据

市场要素价格决定最优的生产投入、工资水平以及产品价格;所有产品市场和

要素市场出清。 具体而言,该模型均衡可以用如下 2N(K+1)个变量表示:i 国 e
类型劳动者工资 we

i 、i 国 e 类型劳动者效用水平 Ce
i 、i 国 k 行业价格 P ik 以及 i 国

k 行业总需求 X ik,同时利用如下式(6)、式(7)、式(8)、式(9)
 

所示的 2N(K+1)
个方程求解均衡:
行业价格:

P ik = Γk ∑
n

T -1
nk PInkτink( )

-θk[ ]
- 1
θk (6)

消费者预算约束:
Pe

iCe
i =we

i ,　 e = H,L (7)
产品市场出清:

X ik = P ik∑
e
ceikLe

i + ∑
j

1 -α j( ) γkj∑
n
πnijXnj (8)

劳动力市场出清:

we
i Le

i = ∑
k
ρekαk∑

n
πnikXnk,　 e = H,L (9)

其中,
中间投入价格:

PInk =w
αk
n Π jP

(1-αk)γ jk
nj (10)

消费者价格指数:

Pe
i = ∑

k
ΩkP(1-σ)

ik Ce
i( )

(1-σ)(εk-1)
[ ]

1
1-σ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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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消费结构:

ceik = Ωk

P ik

we
i

( )
-σ

Ce
i( )

(1-σ)εk (12)

贸易比重:

πnik =
T -1

ik PIikτnik( )
-θk

∑
i′

T -1
i′k PIi′kτni′k( )

-θk
(13)

其中,式(6)Γk =Γ 1-η-1
θk

( )
1

1-η

,
 

Γ ·( ) 为伽马函数。 与 Eaton
 

and
 

Kortum(2002)

一致,在 Fréchet 随机分布假设下,i 国 k 行业最终产品的价格指数如式(6)所

示。 PInk 为 n 国 k 行业中间投入的单位成本(如式(10)所示)。 由此,式(6)表
明如果 i 国 k 行业生产的单位成本(即 PInk / Tnk)越低,或者 i 国与单位成本越低

的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成本越低,那么 i 国 k 行业最终产品的价格指数越低。
式(7)为基于效用函数推导的劳动者预算约束。 we

i 、Ce
i 分别为 i 国 e 类型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效用水平,Pe
i 为总体消费价格指数或者每一单位效用水平

所需要支付的价格。 总体消费价格指数如式(11)所示,该等式在间接效用函数

式(1)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推导。 根据等式(11),消费者总体

价格指数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这是导致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之间名义

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不同的原因。
在解释式(8)之前,

 

我们先讨论式(12)和式(13)。 式(12)为消费者效用

最大化一阶条件下 i 国 e 类型劳动者对 k 行业最终产品的消费量。 如该式所

示,如果 k 行业最终产品相对价格越高,消费者对于该行业最终产品的消费比

重越高(鲍莫尔效应)。 同时,随着总体消费水平 Ce
i 的提高,消费者在收入弹性

越大(即 εk 越大)的行业消费比重越高(恩格尔效应)。
根据 Eaton

 

and
 

Kortum(2002),在 Fréchet 随机分布假设下,n 国 k 行业的总

需求中来自 i 国产品的比重如式(13)所示。 该等式的经济学含义如下:如果 i
国 k 行业生产率越高(Tik 越大)或者中间投入成本越低(PIik 越低),或者 n、i 两
国在 k 行业上的贸易成本越低,那么 n 国 k 行业的总需求中来自 i 国产品的比

重越大。 其中,式 ( 13) 右边分母反映的是第三国的影响 (多边阻力项,
 

multilateral
 

resistance),即 n 国从 i 国的进口不仅受 i 国自身条件以及 n、i 两国

贸易成本的影响,还受到 n 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影响。
式(8)反映 i 国 k 行业最终产品的出清条件,即 i 国 k 行业的总产值等于该

国所有劳动者在该行业上的消费 P ik∑
e
ceikLe

i , 以及该行业为本国所有行业提供

的中间品。 其中 ∑
n
πnijXnj 为 i 国 j 行业的总产出, 1-α j( ) γkj 为 j 行业中来自 k

行业中间品的比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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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本质上为 i 国 e 类型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如上所说, ∑
n
πnikXnk 为 i

国 k 行业的总产出,ρekαk 为 k 行业生产中使用 e 类型劳动的比重。 根据式(5)
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者的乘积即为 i 国 k 行业生产中支付给 e 类型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也即等于 we
i Le

ik。 由此,将各个行业生产中 e 类型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加总,就等于该国所有 e 类型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

4　 模型校准

本文利用现实数据估计上述理论模型中的参数。 总体而言,本文的校准分

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独立于模型均衡的校准,即可以从数据中直接计算的参

数。 第二部分为关于效用函数中参数的估计。 第三部分为生产率、贸易成本的

估计。 具体的估计方法如下。

4.1　 独立于模型均衡的校准

这一部分,我们需要直接通过数据计算生产或消费函数中投入比重、消费

比重以及劳动者数量,并通过已有文献设定贸易弹性。 首先,本文利用世界投入

产出表(WIOD)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报告(WIOD-SEA)计算式(5)生产函数中的

参数。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式(5)生产函数中增加值比重 αk、中间

品投入比重 γkj 来自 WIOD 中国投入产出表 2000 年、2007 年以及 2014 年三年

的平均值。 由于 WIOD 数据库只提供了 2009 年以前各行业高技能劳动报酬占

总劳动报酬的比重,故各行业高技能劳动密集度 ρH
k 由 2009 年之前数据计算①。

借鉴 Tombe
 

and
 

Zhu(2019),为了减轻中国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扭曲带来的

估计偏误,各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为中国与 WIOD 中其他国家的平均值。
其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总量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于

WIOD-SEA 数据库只提供了包含中国在内的 40 个国家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

(以工作小时计算),本文以这 40 个国家不同年份的人均 GDP 与高技能劳动者

比重的关系预测世界其他国家(ROW)的高技能劳动比重。 具体而言,本文首

先将 WIOD-SEA 数据库中 1995—2014 年 40 个国家高技能劳动者比重对各国

人均 GDP 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回归。 该回归的 R2 为 0. 54,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 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由此,本文假设一国人均 GDP 每高出 1%,该国的

34

① WIOD 数据库中只有 WIOD-SEA2014 提供了各行业高技能劳动报酬所占比重。 但是该数据库将

信息技术行业和邮政业合并为同一个行业。 根据 Eckert
 

et
 

al. (2019),
 

信息技术行业与金融、商业服务、
健康服务业等同为高技能行业。 鉴于此,我们假设信息技术行业高技能劳动密集度等于其他三个行业高

技能劳动密集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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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劳动者比重就相应提高 0. 6%。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世界银行中各国

人均 GDP 与中国人均 GDP 的相对值预测各国高技能劳动者比重与中国高技能

劳动者比重的相对比值,并以各国劳动者总数为权重计算 ROW 高技能劳动者

所占比重的加权平均值。 中国各年高技能劳动者比重的相对大小则可以由

WIOD-SEA 数据库中直接计算。 最后,通过以上计算的相对关系(ROW 与中国

高技能劳动者比重的相对值以及中国逐年高技能劳动者比重的相对值),结合

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2014 年高技能劳动者比重,本文就能计算出中国与 ROW
逐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比重。

对于货物贸易,现有文献主要利用关税变动进行估计。 但是变动幅度足够

大且相对外生的关税冲击较为稀缺。 正因如此,大部分文献都是直接采用已有

文献中相对可靠的估计值,其中 Simonovska
 

and
 

Waugh(2014)的估计值被普遍

采用,即假设贸易弹性等于 4。 但是,由于服务业贸易缺乏诸如关税等可以具体

量化的贸易壁垒,现有文献还没能提出关于服务业贸易弹性估计较好的方法。
因此,与 Cravino

 

and
 

Sotelo(2019)一致,本文假设服务业和非服务业的贸易弹性

相同,并根据 Simonovska
 

and
 

Waugh(2014),进一步假设各行业贸易弹性 θk 均为

4。 由于式(4)中的替代弹性 η 在模型均衡的计算中仅以常数形式出现在等式

(6)中,所以 η 的取值不会影响均衡关系。 按照文献的做法,本文假设 η 为 4。

4.2　 效用函数中的参数校准

我们利用 WIOD 数据库中消费、价格等数据,借鉴 Comin
 

et
 

al. (2021)的办

法估计效用函数中的收入弹性 εk。 在控制了各类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之后,不同

收入水平下的消费结构就能反映各类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由于缺乏高技

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各自的消费数据,且本文模型假设各类型劳动者的效

用函数相同,所以在这一部分关于效用函数的估计中,本文将不区分高技能与

低技能劳动者,故去掉反映劳动者类型的上角标 e。 并且,由于估计使用了不同

年份的数据,这一部分的等式将添上反映时间维度的下角标 t。
将等式(12)两边同时乘以价格 P ik,那么消费者对 k、j 两个行业最终消费的

相对比重关系如下式所示:

log
ωikt

ωijt

= log
Ωk

Ω j

+ 1 - σ( ) log
P ikt

P ijt

+ 1 - σ( ) εk -ε j( ) log C i( ) (14)

其中 ωikt 表示 t 年 i 国消费者对 k 行业的最终消费占其总消费的比重。 处于分

母位置的 j 行业可以视为参照行业,我们选取餐饮住宿业作为参照行业①。 基

44

① 选取不同的行业作为参照行业对于 εk 的估计结果影响不大。 具体地,以其余 12 个行业中的 8 个

行业作为参照行业估计的 εk 与选取餐饮住宿作为参照行业估计的 εk 相关系数超过 0. 9。 并且,如下文

所述,估计的 εk 将进行标准化处理。 所以选取不同行业作为参照行业,标准化之后的 εk 的大小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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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等式(12),用该等式的其他变量表示 C i 并带入等式(14),我们即可获得如下

等式:

log
ωikt

ωijt

= log
Ωk

Ωεk / ε j
j

+ 1 - σ( ) log
P ikt

P ijt

+ 1 - σ( ) εk / ε j - 1( ) log
E it

P ijt
( ) +

(εk / ε j - 1) log ωijt( )

其中,以 E it 表示 i 国 t 年的人均消费,也即对应模型中的人均收入。 由于 WIOD
数据库提供的各国各行业的价格指数为定基同比数据,所以我们只能估计如下

回归等式:

log
ωikt

ωijt

= log
Ωk

Ωεk / ε j
j

+ 1 - σ( ) log
P̂ ikt

P̂ ijt

+ 1 - σ( ) εk / ε j - 1( ) log
E it

P̂ ijt
( ) +

(εk / ε j - 1) log ωijt( ) + 1 - σ( ) log
P ik,0

P ij,0

其中,P̂ ikt 表示定基同比价格数据,P ik,0 表示基期价格数据。 本文在上述等式中

引入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γik 以控制各行业基期的相对价格,同时本文在回归等

式中引入年份固定效应 γt。 由此,本文通过如下回归等式估计各行业需求收入

弹性:

log
ωikt

ωijt

= 1 - σ( ) log
P̂ ikt

P̂ ijt

+ 1 - σ( ) εk / ε j - 1( ) log
E it

P̂ ijt
( ) +

εk / ε j - 1( ) log ωijt( ) +γik +γt + ξikt (15)
其中,ξikt 为残差项。 根据 Comin

 

et
 

al. (2021),我们将式(15)的回归系数标准

化,以获得各行业的 ε。 由于农业的 ε 估计值最小(即农产品收入弹性最低),
我们将农业的 ε 标准化为 0。

由于 Ω 反映了消费者在各个行业上的消费权重,本文利用回归等式 logωikt =
γk+γit+ξikt 中 γk 的系数来反映各行业 Ω 的大小,其中以各国的总消费量为权重

进行回归。 最后,我们将各行业 Ω 加总之和标准化为 1。

4.3　 生产率与贸易成本的参数校准

为了反映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我们将估计 2000 年、2007 年以及 2014
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ROW)各行业的生产率以及中国与 ROW 的贸易成本。
这一部分的参数校准大致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估计中国各行业生产率的变

化情况以及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 第二步,根据 2014 年生产

和贸易数据估计当年中国、ROW 各行业生产率以及当年中国每个行业的对外

贸易成本。 结合第一步、第二步的估计结果,我们则可以计算出中国各行业在

不同年的生产率及外贸成本。 第三步,根据 2000 年、2007 年生产和贸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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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对应年份 ROW 各行业的生产率。 具体的校准过程如下所述。
第一步:估计中国生产率与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
首先,与 Tombe

 

and
 

Zhu(2019)相同,本文通过 Head
 

and
 

Ries(2001)提出的

方法估计不同年份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 根据等式(13)反映的贸易比重

关系,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反映贸易成本的 Head-Ries 指数:

τnik =
πnnkπiik

πnikπink
( )

1 / (2θ)

该式的经济学含义如下:如果两国总需求中来自本国产品的比重相较于来自对

方产品的比重越大,那么两国的贸易成本越大。 根据上述 Head-Ries 指数,我们

利用 WIOD 数据库中国与 ROW 的贸易数据计算了中国与 ROW 各行业贸易成

本在不同年份的变化。 由于建筑与餐饮住宿两个行业直接的跨境贸易量为 0,
所以我们假设这两个行业不能贸易。

其次,根据式(5)生产函数,我们利用索罗残差(Solow
 

residual)的方法计算

中国各行业生产率的变化。 WIOD-SEA 数据库提供了中国各行业产出、中间投

入以及劳动投入的同比数据。 中国各行业高技能劳动者的比重来自中国劳动

力统计年鉴。
第二步:估计 2014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成本。
我们通过三层嵌套循环估计 2014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

贸易成本。 首先,给定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中的参数以及各国的劳动力禀赋,
以及假设任意的中国对外贸易成本、中国与 ROW 各行业的生产率,我们就可以

利用等式(6) ~ (9)求解出模型的均衡解。 在内层循环中,我们不断地调整中国

与 ROW 的贸易成本,直到模型均衡中各行业的世界贸易率(即中国与 ROW 各

行业的贸易额与该行业总产出之比)与数据中各行业世界贸易率相等。 随后,
我们在中间层循环中不断调整各行业中国相对于世界的生产率,直到模型均衡

与数据中中国各行业进出口之比相等。 这一层循环的逻辑可以通过式(13)贸
易比重关系解释。 如果中国某个行业相对于其他国家该行业生产率越高,那么

中国在该行业上的出口相对于进口应该越多。 最后在外层循环中,我们通过调

整 ROW 各行业之间的相对生产率,以使得模型均衡情况下各行业世界总产值

的相对比值与数据中的相对比值相等。 同时,我们在不改变 ROW 行业间相对

生产率的情况下统一调整其各行业生产率(即 ROW 各行业生产率同时乘以某

个调整项),以使得数据与模型均衡情况下中国与 ROW 的 GDP 比值一致。
第三步:估计各年其他国家生产率。
在第一步、第二步估计中,我们估计了中国各行业生产率、贸易成本在不同

年份之间的变化,以及 2014 年中国与 ROW 各行业生产率以及 2014 年中国各

行业对外贸易成本。 由此,我们就能计算 2000 年和 2007 年中国各行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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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外贸易成本。 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样利用三层嵌套循环分别估计 2000 年、
2007 年 ROW 的生产率。 我们以 2007 年的估计为例进行后续说明。 在内层循

环中,我们通过 2007 年中国各行业进出口之比估计中国与 ROW 各行业的相对

生产率。 在中间层循环中,我们在不改变 ROW 行业间相对生产率的情况下统

一调整其各行业生产率,以使得数据与模型均衡情况下 2007 年 ROW 与中国

GDP 比值相等。 最后,为了准确反映中国 2007—2014 年收入水平的增长,我们

在不改变中国行业之间相对生产率的情况下统一调整中国所有行业生产率,以
使得数据与模型均衡情况下中国 2007—2014 年实际 GDP 增长幅度相同。

图 3　 中国行业生产率及外贸成本变化

4.4　 估计结果与数据拟合

4.4.1　 估计结果

　 　 首先是效用函数中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行业间产品替代弹性 σ 的估计值

为 0. 63。 Comin
 

et
 

al. (2021)在控制不同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估计的行业间产品

替代弹性为 0. 5 和 0. 57。 由于本文的行业划分更细,所以估计的产品替代弹性

更大。 各个行业需求收入弹性 ε 的估计值与图 1(b)所示结果类似。 在将农业

需求收入弹性标准化为 0 之后,制造业 ε 估计值为 0. 9,各服务业的 ε 估计值在

1~ 1. 6 之间。 其中食宿行业和交通运输业的 ε 估计值较低,接近于 1;健康社工

行业、批发零售行业、信息技术业、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的 ε 估计值较高。 除了

信息技术行业的弹性估计值为 1. 38,其余行业均超过 1. 4,并且金融业估计值

超过 1. 6。 此外,建筑行业收入弹性最高,估计值接近 2。
图 3 为 2000 年、2007 年、2014 年中国各行业生产率及对外贸易成本变化的

估计值。 如图 3( a)所示,两个时间段内中国各行业生产率都有较快的增长。
比较而言,非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致与服务业增长速度相当,这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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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产率增长较为平衡。 但是,金融和商业服务行业作为主要的现代服务业,
其生产率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这一发现与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的
研究一致。

图 3(b)反映了各行业贸易成本的变化。 由于本文假设食宿行业和建筑行

业不能贸易,故该图没有包括这两个行业。 如图 3(b)所示,2000—2007 年之

间,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有明显下降,但是 2007 年之后制造业贸易成本却略微

有所上升。 这分别反映了中国 2002 年入世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趋势。 比较而言,除商业服务行业以外,其他服务业贸易成本下降

较为明显,其中以金融业最为突出。
但是,尽管服务业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较大,但其贸易成本的水平值依然显

著高于制造业。 图 4 左边纵轴为各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的贸易成本,右边纵轴为

中国各行业贸易率,即行业进出口总额与行业总产出之比。 如图 4 所示,大部

分服务业的贸易成本都是制造业贸易成本的两倍以上。 从贸易率来看,制造业

贸易率在 0. 37 左右。 但是除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以外(贸易率约 0. 12),其
他服务业贸易率均在 0. 05 以下。

图 4　 2014 年中国各行业外贸成本及贸易率

4.4.2　 模型拟合

为了检验本文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是否能够很好地拟合中国产业结构转

型的趋势,我们比较 2000 年、2007 年和 2014 年数据和模型均衡中中国三大产

业构成。 其中,三大产业构成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具体地,图 5 为三

年中实际数据(方形标志)和模型均衡下(菱形标志)三大产业的 GDP 构成。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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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据拟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趋势

图 5 所示,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能够高度地拟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0 年中国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约为 48%,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约为 41%。 本文模型均衡下 2000 年第三产业比重约为 40%,
与数据高度一致。 模型均衡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比数据低 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比重则相应高出约 5 个百分点。 2007 年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第二、三
产业比重的差距较 2000 年大幅缩小。 本文理论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一趋

势。 2014 年,理论模型均衡情况下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这与数据反映

的趋势高度一致。 总体而言,本文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能够高度拟合中国产业

结构变迁的趋势,尤其是能够较好反映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升高并最终超过第二

产业的事实。 对产业结构转型趋势的高度拟合为本文后续对产业结构转型过

程中相关福利分析的可靠性提供了保证。

5　 福利效应分析

5.1　 福利增长和福利差距

　 　 这一部分,本文将重点分析 2007—2014 年间劳动者福利水平和福利差距

的变动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实际 GDP 在 2007—2014 年间增

94

① 劳动力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由于 2000 年中国大学扩招的影响并未显

现,当时中国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非常低。 为了使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以及福利差距

的讨论更有意义,本文将重点分析 2007 年和 2014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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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近 82%。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第三产业在 GDP 构成中的比重

在 2012 年之后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 同时,受高校扩

招的持续影响,中国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在 2007—2014 年间提高近 60%。
由于不同行业对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不同,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服

务业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总需求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劳

动者的名义工资差距。 由于不同收入的劳动者对于各行业消费品的最终需求

不同,劳动者的消费结构随着收入以及行业间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将出现调整。
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增加又对技能溢价存在抑制作用。 因此,在服务

业扩张所引起的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以及高校扩招后高技能劳动供给增加

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 这是

本文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具体地,我们将估计的参数带入模型,并计算 2007 年和 2014 年对应的均

衡解。 通过带入 2007 年和 2014 年对应的参数值,两年均衡解的差异就源自各

个行业生产率的变化和贸易成本的变化。 表 1 为两年市场均衡的变化情况。
如表 1 所示,2007—2014 年,中国低技能劳动者福利增长了约 1. 2 倍,高技能劳

动者福利增长了约 0. 54 倍。 这表明,在生产率变动、贸易成本变动和劳动力供

给变动的综合影响下,不同技能劳动者福利水平在 2007—2014 年间均有大幅

提升,但是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水平提升更为显著,所以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福

利差距显著缩小。
更为具体地,从收入差距看,2007—2014 年间中国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

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从 2. 1 倍缩小至 1. 4 倍,缩小幅度约为 33%。 同时,两
种技能劳动者的福利差距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福利差距的缩小幅度与名义

工资差距的缩小幅度大致相当,这表明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社会差距缩小主要

是由于两者名义收入差距的缩小。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高收入者更多地

消费服务产品,而服务业产品具有更高的相对价格,所以高收入者面临的最终

消费价格高于低收入者。 正因如此,如表 1 所示,无论是 2007 年还是 2014 年,
不同技能劳动者的福利差距都略微小于名义收入差距。

表 1　 2007 至 2014 年劳动者福利变动

变量

2007 至 2014 年低技能劳动者福利增长 127%

2007 至 2014 年高技能劳动者福利增长 54%

2007 年高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比 2. 13

2007 年高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比 2. 05

2014 年高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比 1. 43

2014 年高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比 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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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行业生产率按照不同速度增长的过程中,消费层面的两个重要变量随

之变动。 一个是生产率的进步促进了收入水平的提高。 由于服务业总体上具

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所以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的

调整。 另一个是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将直接导致行业间相对价格的调

整。 表 2 进一步反映了消费结构变化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 2 所

示,第 1、2 行分别为 2007 年、2014 年各行业消费品相对价格与高低技能劳动者

在各行业相对消费比重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2007 年和 2014 年两者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 0. 53 和 0. 48。 这意味着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消费了

更多价格较高的产品,也即消费更多的服务产品。 这就为表 1 中高低技能劳动

者的福利差距在两年中都略微小于名义工资差距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表 2 第 3、4 行则反映了消费品价格及消费结构的纵向变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2007—2014 年各行业消费品价格的变化与低技能劳动者对行业消费

比重的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为 0. 58,与高技能劳动者消费比重变化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 79。 这表明在 2007—2014 年间,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均消费了更多相对

价格上涨的品类。 由于服务业技术进步相对滞后,所以服务业最终消费的相对

价格上升。 从替代效应看,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相应的消费下降。 但

是从收入效应看,由于服务业具有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于服务的最终需求将上升。 表 2 的结果表明,收入效应强于价格

效应。
从高低技能劳动者纵向变化的比较来看,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

动者对于相对价格上涨行业的最终消费增加更加明显,这表明 2007—2014 年

间各行业消费品价格的相对变化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更加有利。 究其原因,还是

由于大部分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的服务业,其生产率进步将对滞后,由此导致高

收入者消费更多的品类面临更高的相对价格。 综上,表 2 的结果表明,服务业

扩张过程中行业间最终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是有利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福利差

距的缩小。 最终结合表 1 和表 2 的结果,可以发现技能溢价或者名义收入差距

是福利差距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消费结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最终消费价格指

数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 2　 2007 年、2014 年劳动者消费结构与相对价格

相关系数
 

corr Pk2007,c
h
k2007 / c

l
k2007( ) 0. 52

corr Pk2014,c
h
k2014 / c

l
k2014( ) 0. 48

corr Pk2014 / Pk2007,c
l
k2014 / c

l
k2007( ) 0. 58

corr Pk2014 / Pk2007,c
h
k2014 / c

h
k2007( ) 0. 79

表 1 的结果表明,2007—2014 年中国劳动者福利增长明显,并且低技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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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福利的增长幅度大于高技能劳动者。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福利水平

和福利差距变动的中间机制。 2007 年和 2014 年均衡的变化来自部分参数的变

化,包括各行业生产率的变化、各行业贸易成本的变化以及劳动供给的变化。
为了分析以上三种因素各自的影响大小,我们将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进行

分析。
我们将参数校准之后的模型均衡视作基准情况,也即为与现实保持一致的

情况。 反事实情况即在改变某些参数之后的模型均衡解。 由于基准情况与反

事实情况的差别仅在于改变了部分参数,所以两种情况下均衡的差异即反映了

该参数的影响。 具体地,我们在反事实分析中,逐一在模型中让每个因素保持

不变,从而考察基准情况与相应反事实情况下均衡的差异,由此反映特定参数

的影响。 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07—2014 年福利变动的机制分析 %

低技能劳动者福利

变动

高技能劳动者福利

变动

技能溢价

变动

高低技能劳动者福利

差距变动

基准情况 127 54 -33 -32

劳动供给技能构成不变 79 82 4. 6 1. 6

各行业生产率不变 9. 7 -22 -30 -29

各行业外贸成本不变 128 55 33 32

表 3 第 1 行是基准情况的结果。 第 2 行是保持 2007—2014 年中国高技能

劳动者比重不变(即 2014 年的高技能劳动者比重与 2007 年相同)的情况下劳

动者福利的变化。 如表 3 所示,在劳动力市场技能供给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低
技能劳动者福利增加了 79%,高技能劳动者福利增加了 82%。 通过与第 1 行基

准情况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高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没有增加,低技能劳动者

福利的增加幅度比基准情况小 38%,高技能劳动者福利的增加幅度比基准情况

大 52%,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福利差距反而扩大了 1. 6%。 这是因为在高技能劳

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各行业相对生产率进步通过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促

进了服务业的扩张,继而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对高技能劳动的总体需求,从而

使得技能溢价增加了 4. 6%。 由此,表 2 第 2 行的结果表明,2007—2014 年间中

国高技能劳动者比重增加近 60%,是不同技能劳动者福利差距大幅缩小的决定

性因素。 这与现有实证研究的发现一致,即中国高校扩招引起的高技能劳动者

供给相对增加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溢价显著降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赵
春明和李宏兵,2014;马光荣等,2017)。

此外,表 3 第 2 行的结果还表明,在高技能劳动者比重不变的情况下,高低

技能劳动者福利差距和名义工资差距之间的不一致较基准情况而言明显增大。
具体地,基准情况福利差距和名义工资差距均下降 33%左右,但是在第 2 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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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高技能劳动不变的情况下,福利差距增加 1. 6%,而名义工资差距增加 4. 6%。
这是因为,在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供给不增加的反事实情况下,虽然服务业扩张

导致技能溢价扩大,高级低能劳动者之间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但是由于服务业

具有更大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所以高技能劳动供给保持不变本身并不利于服

务业的发展。 又因为高收入者对于服务业需求更大,所以这反过来又抑制了高

技能劳动者福利的增加,最终导致第 2 行所示的反事实情形中,福利差距的增

加幅度大幅小于工资差距的增加幅度。
表 3 第 3 行是 2007—2014 年中国各行业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均

衡的变化。 如表 3 所示,将生产率固定不变之后,低技能劳动者的福利仅增长

了约 9. 7%,高技能劳动者福利降低了约 21%。 这表明中国劳动者 2007—2014
年间福利的增进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进步。

此外,如果生产率保持不变,高技能劳动者福利下降和低技能劳动者福利

上升均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大幅增加,从而显著缩小了

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 并且如图 3(a)所示,部分服务业生产率在

该时段的增长显著滞后于其他行业,同时这些行业又往往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

弹性,这就导致高收入者更加偏好的服务业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从而有利

于福利差距的缩小。 反过来,如果保持各行业生产率不变,如表 3 所示,中国不

同技能劳动者之间工资差距和福利差距的缩小幅度将小于基准情况。 这也表

明,
 

2000—2007 年各行业生产率的变动对低收入者更加有利。
表 3 第 4 行是保持 2007—2014 年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者福利的变化。 如表 3 所示,该情况下劳动者的福利大致与基准情况相

同,且有略微增加。 如图 3(b)所示,2007—2014 年间中国各行业对外贸易成本

变化不大,并且部分行业对外贸易成本下降的同时其他行业的对外贸易成本还

有所上升。 由于贸易成本自身变化较小,所以其对于中国名义工资差距和福利

差距的影响也非常小。

5.2　 偏向型技术进步

由图 1、图 2 所示,现代服务业往往具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更大的高

技能劳动需求,传统服务业(如餐饮住宿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则大致与制造业

相当。 现代服务业的扩张,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满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的

对于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加大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和

福利差距。 由此,现代服务业扩张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 为此,我
们在后续分析中将主要强调现代服务业扩张和开放的影响。

行业间相对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转型和服务业扩张的重要推动因素。 经

济总量增长幅度一定的情况下,不同行业技术进步的相对快慢对于福利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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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差距均存在重要影响。 首先,不同行业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同,因此收入水

平的提高必然伴随消费结构的调整。 如果在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需求弹性

越大的行业技术进步越快,那么技术进步与需求增长同步,这种情况下福利水

平就能够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其次,由于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消费

结构均存在显著差异,行业间技术进步的相对快慢,将同时引起劳动者工资差

距和消费价格指数差距的调整,进而影响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差距。
这一部分,我们重点比较三种技术进步路径。 第一种为平衡型技术进步,

即各行业生产率按相同速度增长。 第二种是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即制造业

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其他行业快 50%。 第三种是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即
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三个行业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比其他行

业快 50%。 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三种技术进步路径下实现中国实际 GDP 翻

一番之后劳动者福利的变动情况①。
如表 4 所示,给定实际 GDP 翻一番的增长目标,现代服务业偏向型的技术

进步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升,高低技能劳动者社会福利增长

约 1 倍和 1. 08 倍,平均社会福利提升约 1. 02 倍,大致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致。
相反,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下高低技能劳动者社会福利水平仅分别提高

了 96%和 86. 8%,平均社会福利提升约 94. 5%,福利提升幅度明显小于经济总

量的增长幅度。 就福利差距而言,制造业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能够使得福利差距

缩小 5%左右。 相反,福利差距在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路径下,则扩大

了约 4. 3%。 平衡型增长则介于制造业偏向型和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之

间,平均社会福利提升约 1 倍,劳动者福利差距扩大了 2. 5%左右。

表 4　 不同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下的劳动者福利 %

技术进步类型
低技能劳动者福利

变动

高技能劳动者福利

变动

劳动者平均福利

变动

劳动者福利

差距变动

平衡型 98. 58 103. 64 99. 64 2. 54

制造业偏向型 96. 58 86. 80 94. 53 -4. 97

现代服务业偏向型 100. 12 108. 67 101. 92 4. 27

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之所以能够较大幅度地实现增进社会福利,是
因为在经济总量增长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由于现代服务业具有较

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如图 1 所示),消费者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增长最为

45

① 由于本文理论模型中同时采用了非位似效用函数以及不同技能劳动者的设定,所以无法直接定

义实际 GDP。 借鉴 Baqaee
 

and
 

Farhi(2018)的做法,本文以 Divisia 指数定义实际 GDP 的增长: dlogY =

∑
k
bkdlogck。 其中 dlogY 为实际 GDP 的增长,

 

bk 为基准情况下各行业最终消费比重,dlogck 为各行业实

际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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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因此,在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相对增长与

行业相对生产率的增长刚好一致,所以福利水平提升最为显著。 此外如图 4 所

示,现代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相对滞后,所以该行业生产率实现加速“追赶”,也是

福利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 但是,无论从就业的行业分布还是消费结构看,高
技能劳动者对于现代服务业的需求都远远大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以现代服务业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扩大效应也最为明显。
相反,由于制造业自身生产率进步相对较快,同时在经济总量增长和收入

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对制造业最终消费的需求增长将小于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

长。 因此,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和相对技术进步之间不匹

配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不利于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同时,正如 Uy
 

et
 

al.
(2013)所指出的,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制造业相对更快的技术进步不会通过

鲍莫尔效应导致制造业比重的萎缩和服务业的扩张。 本文也发现,由于生产效

率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出口进一步增加,国内制造业比重反而有所上升。 由

于制造业总体而言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小于服务业,尤其是小于现代服务

业,所以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有效抑制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 当然,相
对于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进一步降低制造

业相对价格,而由于低收入者往往消费更多的制造业产品,所以这就从消费端

缩小了劳动者之间的福利差距。
表 4 的结果表明,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存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

这种权衡取舍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业总体上同时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和

较大的高技能劳动投入强度,所以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收入增长带来的服务需求

增长,就不可避免地面临技能溢价或者名义工资差距的扩大。 因此,在尽可能

提高劳动者实际消费水平的同时,政府需要更好地统筹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与

三次分配,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

5.3　 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

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Eckert
 

et
 

al. (2019)将这三个行业归纳为高技能可贸易服务业 ( skilled
 

tradable
 

service)①。 如图 2 和图 3 所示,本文也同样发现这三个行业同时具有

较大的高技能密集度和可贸易性。 但是如图 4 所示,相较于制造业而言,以上

三个主要现代服务业的外贸成本依然较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产品本身的

行业属性导致其贸易成本较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

55

① Eckert
 

et
 

al. (2019)指出信息技术、金融、专业服务、公司管理和房地产服务为高技能可贸易性高

的服务业。 本文将后三种服务业划分为(其他)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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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服务部门的开放上较为保守,服务贸易面临的监管政策更加严格,贸易壁

垒更大。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的加速崛起正在为服务贸

易提供新动能。 另外,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加快建设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目标,服务贸易的政策壁垒将进一步被打破。 因

此,可以预见,服务贸易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我们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讨论以上三个主要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影

响。 具体地,我们考察外贸成本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不同技能劳动者福利水平、
技能溢价以及服务业消费和就业比重的变化。 如图 6 所示,随着三个主要现代

服务业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劳动者福利逐渐增加。 当贸易成本下降 50%,高
低技能劳动者福利分别增加约 2. 1% 和 1. 2%。 Costinot

 

and
 

Rodriguez-Clare
(2014)指出在现有的贸易模型下,贸易成本下降导致的福利改进相对有限。 本

文发现非位似效用函数下贸易成本下降导致的福利改进也同样较小。

图 6　 现代服务业开放的影响

此外,图 6(a)还反映了另一个重要事实:随着现代服务业外贸成本的下

降,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和不同技能劳动者福利差距呈现“U”型变化。 具体而

言,在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较小的情况下,技能溢价有所下降,不同技能劳动者的

名义收入差距缩小,所以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升程度大于高技能劳动

者,福利差距缩小。 但是在贸易成本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技能溢价迅速上

升,不同技能劳动者名义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也直接导致两者福利差距迅速

扩大。
图 6(b)为市场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U”型变化提供了解释。 如图 6 所

示,随着三个行业贸易成本的下降,居民总消费中现代服务业消费比重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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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升趋势。 服务业消费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 一方

面,外贸成本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服务进口成本,同时又通过竞争效应和促进分

工,进一步降低国内现代服务业产品的价格。 价格的下降刺激更多的消费需

求。 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价格的下降直接提升了实际收入水平,又因为三个

现代服务业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所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对现

代服务业的最终消费需求增加。
但是如图 6(b)所示,虽然在贸易成本小幅下降的情况下,三个主要现代服

务业消费比重逐渐上升,中国总就业中这三个行业的就业比重却在下降。 这是

因为,进口成本下降导致进口竞争加剧,进口的增加挤压了本国现代服务业的

市场份额,因而也减小了三个现代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这三个主要现代

服务业是典型的高技能行业,所以它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减小会直接导致劳动

者市场对于高技能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 由此,如图 6(a)所示,在贸易成本小

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缩小。
然而,随着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逐渐增强,并最终超

过进口竞争效应。 换言之,随着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虽然这三个主要现代服

务业的总消费中进口比重还在逐渐上升,但是三个行业的总需求也在不断增

长。 当贸易成本下降到 35%左右,三个行业总需求规模的增长幅度开始超过进

口的增长幅度,这使得三个行业劳动就业比重开始上升。 由于三个行业都属于

典型的高技能行业,所以三个行业就业规模的相对增加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对高

技能劳动者需求相对增加,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也随之扩大。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重点讨论了在中国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

者福利的增长以及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与福利差距等问题。 本文首

先梳理了服务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 通过数据分析,本文发现服务业总

体上具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更高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以及面临更大的贸易

成本。 但是服务业内部各细分行业又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基于如上的典型事实分析,本文构建了非位似偏好下多国多行业包含投入

产出关联的开放经济模型,并将服务业拆分为 8 个细分行业,并允许各行业拥

有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高技能投入密集度以及贸易成本。
本文的模型校准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直接可以从数据中计算的

模型参数,如投入产出结构的比重等。 第二部分根据模型推导的一阶条件估计

各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 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利用 2000 年、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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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数据分别估计三年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ROW)的生产率与贸易成

本。 校准之后的理论模型能够高度拟合中国三大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
在模型校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劳动者福利的变化。 研究结果

表明,由于服务业总体上具有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更大的高技能要素密集

度,服务业的扩张将扩大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 但是,受高校扩张

的持续影响,中国服务业的扩张同时伴随着高技能劳动供给的大幅增加。 劳动

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增加显著抑制了技能溢价,并超过了服务业扩张的

影响,最终导致
 

2007—2014 年中国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大幅缩小。
服务业扩张本身也是消费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或表现。 本文进一步从消

费结构调整的角度考察服务业扩张对福利差距的影响。 由于服务业生产率进

步相对滞后,服务业最终消费的相对价格上涨。 由此,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看,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同技能劳动者均消费了更多价格涨幅更大的服务业产

品。 但是高技能劳动者消费比重的变化与行业间相对价格变化之间呈现更强

的正相关性,这说明消费端的影响最终是抑制了不同收入群体实际消费水平的

差距。 但是综合来看,技能溢价或者名义收入差距是福利差距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消费结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最终消费价格指数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接下来,本文考察了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影响。 各

行业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影响服务业扩张(恩格尔效应),同时行业间技

术进步的相对快慢又通过行业间相对价格调整(鲍莫尔效应)和国际贸易结构

调整影响服务业扩张。 因此,本文接下来又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讨论了技

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演进。 具体地,给定中国实际 GDP 翻一番的增长目标,现
代服务业(包括信息技术、金融及其他商业服务)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更大幅度

地提升总体福利水平。 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 在收

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该部门面临的消费需求迅速增加,同时现代服务业偏向

型技术进步可以更大幅度地降低该部门的相对价格。 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者

的就业更多地分布在现代服务业,同时因为他们自身更高的工资收入而具有更

大的现代服务产品消费需求,所以现代服务业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又显著提高

了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 由于相反的原因,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更好地

抑制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但对于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小。
最后,本文讨论了三个主要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如何影响中国劳动

者福利。 结果表明,三个主要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能够促进中国不同技能

劳动者福利的改进。 但是伴随开放程度的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和

福利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变化趋势。 初期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是

现代服务业的进口竞争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本国服务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导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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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高技能劳动的需求相对缩小,进而导致技能溢价和福利差

距的缩小。 后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持续影响

下,对现代服务业总需求的持续扩大将逐渐抵消进口竞争的影响,并最终导致

中国现代服务业规模的扩张以及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的扩大。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 无论从行业间相对技术进

步还是国际贸易与扩大开放的角度看,在两个因素的推动下,服务业扩张都面

临着“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 其中,“效率”问题对应总体福利水平,“公
平”问题对应福利差距。 这种权衡取舍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

务业总体上同时具有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更大的高技能劳动要素投入密集

度。 一方面,由于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服务消费需求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

出现更为迅速的增加。 所以从“效率”出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更快

的技术进步能够更好地实现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现代服

务业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加速提升现代服务业生产效率以

及进一步扩大服务开放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高技能劳动要素投

入密集度较大,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又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

需求的迅速增长,进而通过提高技能溢价扩大福利差距。 基于服务业扩张过程

中“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取舍,本文提出如下两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该加速推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开放。 经济发

展过程中服务业扩张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一方面,正如本文模型校准

部分所估计的,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相对滞后。 如果这样的情况得不到改

善,伴随服务业的扩张,更多的生产资源向服务业倾斜,那么经济的总体生产效

率将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总体上具有更大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者对于服务需求的增长将进一步超过其他行业。
因此,无论从提高总体生产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角度,加
速推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应该

进一步打造更完善与更现代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清除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

碍,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与效率。 同时,中国应继续有序扩大中国服务业对

外开放,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业开放。 此

外,中国要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强化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完善数据

开放共享、数据交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用数字技术为服务业发展与

开放赋能。
第二,本文的研究也指出,产业变迁将给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服

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扩张可能会伴随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的扩大。 当前,
中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在加速推进服务业发展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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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要更加重视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

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和提高税收、转移

支付等措施的调节力度和精确度。 此外,本文的研究表明,对于高技能劳动需

求的上升是服务业扩张过程中技能溢价和福利差距扩大的重要机制,所以增加

高技能劳动供给能够有效抵消服务业扩张对于福利差距的扩大效应。 目前,中
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已经连续多年超过 4%。 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

于教育的经济投入,同时,政府应着力完善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深化人才

培养机制改革,完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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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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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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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service
 

industry
 

has
 

higher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higher
 

skill
 

intensity.
 

Therefore,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industry
 

not
 

only
 

is
 

accompanied
 

by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but
 

also
 

affect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nd
 

hence
 

income
 

gap
 

among
 

workers
 

with
 

different
 

skill.
 

By
 

building
 

and
 

calibrating
 

multi-country
 

multi-sector
 

model
 

with
 

input-output
 

linkage
 

and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industry
 

would
 

increase
 

the
 

skill
 

premium
 

and
 

welfar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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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due
 

to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the
 

increase
 

in
 

supply
 

of
 

high
 

skill
 

labor
 

reduces
 

the
 

income
 

and
 

welfare
 

inequality,
 

which
 

offsets
 

the
 

effect
 

of
 

service
 

industry
 

expansion.
 

In
 

addition,
 

given
 

the
 

doubling
 

of
 

China􀆳s
 

real
 

GDP,
 

manufacturing
 

biased
 

technology
 

progress
 

curbs
 

the
 

welfare
 

inequality
 

while
 

the
 

service
 

biased
 

technology
 

progress
 

raises
 

the
 

welfare
 

inequality.
 

But
 

the
 

latter
 

can
 

improve
 

the
 

welfare
 

more
 

than
 

the
 

former.
 

Finally,
 

this
 

paper
 

figures
 

out
 

that
 

the
 

social
 

welfare
 

rises
 

as
 

the
 

trade
 

cost
 

of
 

modern
 

service
 

declines,
 

the
 

employment
 

size,
 

skill
 

premium
 

and
 

welfare
 

inequality
 

present
 

a
 

U-shape
 

evolve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service
 

industry
 

expansion
 

is
 

faced
 

with
 

the
 

trade-off
 

between
 

“ efficiency”
 

and
 

“ inequality”,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driven
 

by
 

the
 

relative
 

technology
 

progress
 

across
 

sectors
 

or
 

further
 

ope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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